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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模式：多元文化與中華民族共同體

周大鳴

［提　 要］ 　 澳門是一個族群高度多元化的社會，本澳各族群的形成與發展不僅與歷史上一連串標

誌性事件有著直接而密切的關係，也受到不同時期澳門社會的經濟文化結構深遠的影響。 移民社

會是澳門的重要標籤之一，不同來源的移民與本土人群交融形成的不同族群，匯聚在澳門孕育了特

色多元的澳門文化。 “九九”之後，澳門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新時期的特徵，主要表現在具有

共同意識的澳門族群的出現；澳門族群的出現，根植於多元的族群文化在澳門的密切交流中，最終

達到了交融的狀態。 澳門族群的出現，與維護國家統一、多元文化團結共存、社會經濟穩定發展等

因素有根本的因果關係，中華民族共同體構築過程中的“澳門模式”極具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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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澳門位於珠江口西側，轄區包括澳門半島和氹仔、路環兩個離島，澳門的總面積因為沿岸填海

造地而一直擴大，自有記錄的 1912 年的 11.6 平方公里逐步擴展至 2018 年的 32.9 平方公里。 嘉樂

庇總督大橋、友誼大橋和西灣大橋把澳門半島和氹仔島連接起來，而路氹填海區把氹仔和路環兩個

離島連為一體。 2018 年澳門總人口 66.74 萬人，人口密度約 2 萬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高居世界

前列。 澳門是世界最發達的城市之一，2017 年澳門的人均居民總收入達到 57.47 萬澳門元，位列世

界人均居民總收入的前五位。 截至 2017 年，澳門的本地生産總值（GDP）已達到 4406 億澳門元，其
中博彩與博彩中介業是澳門最具特色的産業，其生産總值佔全澳本地生産總值的 49.1% 。①

族群的形成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涉及到城市環境和特定群體之間的關係。 一般來說城市中來

自不同背景的移民在進入城市後，其背景不同帶來的文化差異會直接導致文化的多元性産生，並成

為族群構成的基礎。 這一形成過程可以是地緣的———如來自同一地區，可以是血緣的———如來自

同一親屬群體，也可以是語言的———如講同一方言，也可能是其他原因導致的，他們往往會聚居在

一個區域，或至少在日常經濟生活中有比與外界更多的往來。 這些群體由於長時間的互動往來，往
往傾向於保持原文化，或在原有的基礎上使用新的文化符號來強化或至少保持群體成員之間的相

互認同，如此族群便在這些交往與認同的過程中産生了。
1999 年回歸後，澳門經濟社會高速發展，社會矛盾顯著緩和，族群交往密切和諧，不僅在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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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獨樹一幟，在全球範圍中亦堪稱典範。 在這一時期同時發生的是筆者所預言的澳門族群作為

一個共同體認同的建構産生。②199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毋庸諱言，“回歸”
作為一個歷史事件對於澳門整體的影響十分巨大，它直接加速了澳門族群的組合進程。 澳門族群

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它形成的過程與結果極具代表性，對我們研究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有很大

的價值，本文就此展開探討。

二、 澳門多元族群形成的三個階段

澳門是一個多族群共同生活、相互交流與發展的社會。 作為一個 400 多年的中西文化交匯之

地，在澳門歷史長河的不同階段，不同的族群由於歷史階段的特殊環境漸次登上了澳門這片土地，
書寫了各自的高光時刻，也鑄就了澳門這一多族群的社會文化根基。 筆者將澳門的族群形成大致

分為葡人來澳前、葡人入據澳門至 1887 年前之澳門、1887 ~ 1999 之葡屬澳門三個階段，簡要將澳門

多元族群形成的過程與最新之演進做一介紹。
（一）葡人來澳前

澳門擁有居民的歷史悠久，早在新石器時代古越人便已在澳門區域內開始繁衍生息。 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澳門路環島的竹灣、黑沙北、路環村及九澳等地相繼發現了史前及唐宋時期的遺物，
表明澳門地區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就一直有人類在此活動。 據考證，路環島黑沙等地發掘出來的彩

陶殘片與長江中下游的大溪文化屬於同一類型。③

公元 1152 年，宋朝始設香山縣。 澳門屬香山縣長安鄉延福里恭字圍，其時有龍田、龍環兩個漁

村，居民以捕漁為業。 澳門的早期居民，主要是從事漁業的漁民。 澳門舊稱蠔鏡，為避蟲字旁，亦稱

濠鏡。 現存史籍最早對於蠔鏡的記載來自葡萄牙人皮雷斯 1514 年所著之《東方志》，從葡萄牙人

的記載中，我們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在這一時期的澳門，已經成為了區域內比較重要的港口，“除廣

州港口外，另有一港名濠鏡（Oquen），陸行三日程，海行一日一夜，是往琉球諸地之海港。”16 世紀

的澳門顯然不是單純的漁村，它作為一個扼守珠江口的重要節點，彼時被有眼光的商賈與海客以官

府體制之外的方式進行利用。 明萬曆三十年（1602 年）郭裴纂修《廣東通志》卷七十記廣東疍民

說：“疍戶者以舟揖為宅，捕魚為業，或編篷瀕水而居，謂之水欄……莞、增城、新會、香山以至惠、潮
尤多。”澳門及其附近海域的疍民，可謂是澳門的土著族群。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澳門人口稀少，主要的族群劃分是以陸上居民與水上居民兩種生活方式作

為分界綫的，彼時的主要居民是被稱為“疍民”的水上居民，他們以捕魚為生，文化與珠三角其他地

區的水上居民沒有本質的差異，他們共享自己的一套社會組織、特有節日、禮俗活動，水上居民雖然

如今已然成為極少數者，但他們長時間是澳門人口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而澳門從一個小漁村成為

一座舉世聞名的“東方聖城”，還要從它的開埠說起。
（二）葡人入據澳門至 1887 年前之澳門

澳門 400 多年來中西交匯之處的特殊地位是從葡萄牙人來到澳門開始的，自 1553 年葡萄牙人

來到澳門“晾曬貨物”開始，澳門這個多元文化匯聚的城市就開始了它的傳奇之路，至今仍舊站在

東亞的舞台中央。
葡萄牙人進佔澳門後輸入與傳播西方文化，最早是以宗教的形式進行的。 葡萄牙作為一個以

天主教為國教的國家，進佔澳門後便將澳門變成了其在華天主教傳播的策源地，同時也將澳門視為

天主教在東亞的中心。 天主教士聖方濟各·沙勿略(St. François Xavier)，1552 年試圖進入中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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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後因病死於廣東台山上川島。 1553 年葡萄牙人入據澳門，此後耶穌會士來到澳門傳教。 1561

至 1563 年，來澳門的耶穌會士已有 8 人，發展天主教徒 600 多人。④（參見表 1.）其後，信仰天主教的

澳門居民逐漸增多，並形成了澳門多元文化中的一股重要力量，天主教作為一種迥異於中國傳統儒

家禮俗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的表現出了天主教傳統與中國傳統的差異性，族群認同從差異開始

發源。
從血緣上看，這一時期登上澳門歷史舞台的族群有幾類人，分別是葡萄牙人、土生葡人和來自

中國其它地區的移民。 乘海船追求絲綢與綠色黃金之國至此的海外來客自不必說，他們信守著拉

丁文化與天主教傳統，成為了最初改變澳門居民單一膚色的一群人，而他們與當地人結合後誕生的

“大地之子”們，歷來是人類學家們關注的熱門族群，土生葡人在這一時期雖已存在，但中葡之間大

規模通婚的普及還要推遲到下一個歷史階段，在下一部分會重點討論。

表 1　 1555~ 1878 年澳門人口統計表⑤

年代 總人口數（人） 指數 中國人 葡萄牙人 其他國家人

1555 400 2 　 　 　 　 　 　

1563 5,000 25 4,100 900 　 　

1578 10,000 50 　 　 　 　 　 　

1580 20,000 100 4,000~ 5,000 　 　 　 　

1621 20,000 100 7,500 700~ 800 　 　

1640 25,600 128 20,000 600 5,000

1700 4,900 24.5 4,000 900 　 　

1743 5,500 27.5 2,000 3,500 　 　

1839 13,000 65 7,033 5,612 355

1867 78,080 390.4 　 　 　 　 　 　

1878 59,959 299.8 　 　 　 　 　 　

葡萄牙人的大量進入給澳門的發展帶來了新的變量，而澳門的開埠自然推動了廣東本地居民

的大量湧入。 除水上居民外，陸上居民主要是來自大陸的移民。 這一時期的澳門居民主要從廣東

與福建各地遷入，中山（香山）人佔最大多數，大約佔據了當時澳門人口的三分之一，由於澳門在這

一時期依然被香山縣所領有，所以他們嚴格意義上不能算是跨區移民。 數量第二多的是福建人。
與上述擁有天主教教會傳統的葡萄牙人不同，中國人在澳門一般是通過不同地域所組成的同鄉會

或不同姓氏所組成的宗親會進行社會動員與文化適應的。 以同鄉會為例，按照地域的等級同鄉會

可以被分為不同的層次，比如中山同鄉會作為最大的同鄉會，其下還設有各鄉的同鄉會。
這一時期的澳門多元族群的特點主要有三方面，首先體質上的差異天然的區分出了葡萄牙人

與中國人兩大集團，其他國家的移民在這一時期也漸次進入，華人與非華人從體質特徵上可以明確

區分，這種族群的分別貫徹澳門發展的始終；其次比體質特徵更為不明顯的是信仰差異所致的族群

差異，由於葡萄牙人的天主教傳教事業的擴張，信仰天主教的團體逐漸成為了澳門族群中的一個重

要部分，他們與遵循中國傳統生活方式的中國人以及遷來澳門的其他非天主教徒共同構成了澳門

82



的多元文化根基；最後是上文提到的在澳門的中國人中的同鄉會與宗親會，不同方言與血緣認同構

成的一個個不同族群同樣在澳門的族群系譜中相映生輝。

表 2　 1878~ 1999 年澳門人口統計表⑥

年代 總人口數（人） 指數 中國人 葡萄牙人 其他國家人

1878 59,959 299.8 　 　 　 　 　 　

1910 74,866 374 71,021 3,601 244

1920 83,984 419.7 79,807 3,816 361

1924 193,175 965.8 　 　 　 　 　 　

1927 157,175 785.9 152,738 3,846 591

1937 164,528 822.6 　 　 　 　 　 　

1939 245,194 1225.9 239,803 4,624 767

1940 400,000 2,000 　 　 　 　 　 　

1945 150,000 750 　 　 　 　 　 　

1950 187,772 938.8 183,105 4,066 601

1960 169,299 846.5 160,764 7,974 561

1962 270,000 1,350 　 　 　 　 　 　

1970 248,636 1,243 240,008 7,467 1,161

1980 241,950 1,209.5 　 　 　 　 　 　

1985 290,633 1,453.2 　 　 　 　 　 　

1990 339,510 1,697.5 　 　 　 　 　 　

1995 415,000 2,075 　 　 　 　 　 　

1999 429,600 2,148 　 　 　 　 　 　

縱觀這一時期的澳門各族群，可以發現澳門人的認同是多重的，例如一個人可以既是天主教

徒，又是香山同鄉，同時也是孫氏宗親會的成員。 這種不同層次的族群認同為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提

供了極好的緩衝，當一個葡萄牙人與中國人發生衝突時，他們很有可能因為同是天主教徒而尋找到

消弭矛盾的方法，這種多元族群的複雜認同在這一區域所起到的的社會作用不應被忽略。
（三）1887 ~ 1999 之葡屬澳門

1887 年，葡萄牙政府與清政府簽訂《中葡和好通商條約》，條約中列明：“由中國堅准葡國永駐

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國治理他處無異。”至此澳門正式成為了葡萄牙“殖民地”，雖然之後

的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從來沒有承認過這份條約的合法性

（1972 年，聯合國將香港、澳門兩地從殖民地名單中删除）。 這一條約的一個影響是至此之後葡萄

牙通過派駐官員等形式擴大了對澳門的控制，它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使得在澳門的葡萄牙籍公民數

量的增加。 相應的，葡萄牙人成為“合法”管治者的後果是，葡萄牙人在澳門各族群的地位攀升至

歷史最高點，跨海而來的葡萄牙統治者與當地人的通婚數量大幅增加，土生葡人的數量漸漸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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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個群體登上了澳門舞台。 此後，澳門的人口直綫上升，“廣州商團之亂”以及抗日戰爭時期，
大量人口進入澳門避難，導致人口均急劇增長。 （參見表 2）

人類學家卡布拉爾（Cabral）在討論澳門土生葡人時認為有三種用來識別自我或他人是否為土

生的主要因素。 一是語言，即某人及家庭與葡萄牙語的任何聯繫。 二是宗教，包括個人和家庭與天

主教的任何認同方式。 三是歐亞混血。 卡氏認為這三種因素中的每一種都可以作為識別澳門土生

葡人的基礎。 在特殊情况下，具備有其中一或兩個因素也可以認為是土生葡人。⑦被稱為“大地之

子”的土生葡人們的判定標準至少有兩條：首先是從血緣上看，中葡混血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從體質

上顯而易見的特徵。 第二是文化上的，葡萄牙文化與本地文化的長時間接觸與互相採借的結果是

文化混合的不可避免。 土生葡人族群的標誌性特點首先是操中葡雙語，其次在文化認同上他們在

這一時期傾向於認同葡萄牙。
自 1887 年條約簽訂後，葡萄牙人成為了澳門的統治階層，相應的，與葡萄牙人體質上有較近淵

源的土生葡人的地位水漲船高，也進入了特權群體的行列。 在這種社會大環境下，土生葡人對葡萄

牙的認同隨著權利的相對變化而日益增長，但土生葡人的文化特質並不完全是葡萄牙式的。 族群

的文化是其認同的基礎要素，是對族群可識別性的認知依據。 在日常交往中，族群區分一般通過語

言、姓名、相貌和習俗等體現出來。 土生葡人的許多文化特質都是葡國式的，對華人主體族群文化

的吸收也是廣泛的，具有混合文化的特徵。⑧土生葡人的文化特徵是其自身族群認同的最基本要

素，但土生葡人這一族群的認同更多地具有主觀心理傾向，影響這一主觀心理傾向的因素，如上文

所提到的權利等等都是極其重要的。 這一心理因素的極端表現為某些體質上並無葡萄牙血統的澳

門人，亦自我認同為土生葡人，由此可見這一族群的産生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脫離了上述分類原則的

心理主觀選擇。

表 3　 回歸前夕澳門人口出生地一覽表（1996）⑨

總數（人） 澳門 中國內地 香港 葡萄牙 菲律賓 泰國 其他

414,128 182,476 195,192 12,509 3,852 5,026 751 14,322

這一時期的澳門各族群的總體特徵，主要表現為族群的多元化進一步深入，土生葡人作為一個

介於葡萄牙人與華人各族群之間的特殊群體受到各界矚目。 儘管主體族群華人和主導族群土生葡

人在過去維持著各自的族群界限，基本上實行族內婚，但在這一時期的發展歷程中，相互之間的界

限隨時間發展已淡化，族際通婚已極為普遍。 同時我們可以觀察到，作為族群界限的重要符號———
宗教，在澳門族群間的區分程度越來越不明顯，如華人可以極易皈依天主教，而現今的土生葡人也

開始信仰佛教等其他宗教。 族群認同亦有淡化的傾向，並具有個體選擇的特徵，尤其對他族文化的

認同特徵很明顯，如新生代的土生葡人廣泛認同各種文化。 因此，澳門雖族群繁多、華洋雜處，但其

族群關係在這一階段的趨勢是逐步走向緩和而非緊張的。⑩

三、 回歸作為一個社會轉型

1999 年 12 月 20 日，中國正式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 早在澳門回歸之前，“九九”一詞作為澳

門回歸的代稱即在澳門社會中産生了諸多討論。 澳門的各族群在未來預期被確定的情况下展開了

對於澳門未來的大討論。 在這樣一個大討論中，最大的前提是“九九”之後，澳門即將成為一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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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政治單位———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這一歷史轉型的影響對於澳門的社會生活不可謂不深刻。
而回歸作為一個歷史轉型過程的內容，除了“九九”作為一個歷史節點之外，它更作為一個文化事

件決定著澳門各族群的組合方向，最終的結果便是澳門族群的誕生。 199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

對澳門行使主權後，在保持澳門文化多樣性的基礎上，澳門人作為一個澳門各族群的整合逐漸推

進，這一族群整合方式，我們稱之為澳門模式。
（一）回歸作為一個歷史節點

以今時之人的眼光看，回歸作為一個歷史節點的過程，實際上從簽訂《中葡聯合聲明》之日起

便已拉開帷幕。 為保證“九九”回歸的順利交接與澳門社會穩定有序的發展，中葡雙方在談判之初

便對一些影響澳門回歸的技術性問題進行了討論，最具代表性的當屬“三化”問題。 澳門的“三化”
問題，即在《中葡聯合聲明》發表後，依照其精神推進的中文官方化、法律本地化和公務員本地化。

自澳葡政府成立伊始，葡萄牙語就作為澳門的唯一官方語言一直沿用，縱然澳門人口中絕大部

分都不使用葡語，以 1996 年人口統計為例，全澳 39.7 萬人口中，使用葡語的人口僅有 7352 人，不足

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二。顯然葡文作為唯一官方語言的狀况與澳門民衆的實際需求嚴重脫節，帶有

極強的殖民色彩。 中文官方化在這一背景中便成為了歷史節點中的一個重要任務，《中葡聯合聲

明》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有如下表述，《聯合聲明》第五條：“澳門特別行

政區政府機關，立法機關和法院，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基本法》第九條：“澳門特別行

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由此

可見中文官方化在“回歸”這個歷史節點上表現得相對柔和，它既完成了作為中國領土內中文作為

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的統一性，又兼顧了澳門歷史上形成的多族群特徵現狀，極大程度上顧及到了大

多數族群的切身利益。 語言毋庸置疑是族群認同的一個重要指標。 澳門多元的社會文化環境與紛

繁複雜的各個族群，早已適應了本地多元的社會文化環境，在研究澳門族群的互動中，各族群相應

的在語言方面存在著不同的涵化層次，中文的官方化在政治層面為澳門族群的形成帶來了各族群

可以普遍接受的社會變革路綫與族群認同條件。
“九九”之前，澳門法律系統龐雜，《澳門組織章程》作為其時最根本的規約性文件實際上是從

屬於葡萄牙憲法的。 故而彼時法律體系有直接照抄葡萄牙法律的部分；也有澳門立法機關自行制

定的法規；還有一些照顧華人傳統習俗的法律。 這樣的法律體系帶來的一個問題非常突出，即絕大

部分澳門法律甚至沒有中文版本，在這一背景之下由於《中葡聯合聲明》對於基本保留本地法律的

承諾以及維護澳門本地穩定的政治需求，法律本土化勢在必行。 選擇和實行什麽樣的政治規範，一
直是人們關注的重要政治問題 , 從而也就産生了政治規範認同的問題。 換言之，當人們將政治關

注的焦點聚集於政治規範時，不同的人們就會産生不同的政治情感和意識上的歸屬感，政治規範認

同也就産生了。法律作為一種規範而公務員作為執行這一規範的成員，在這樣一個歷史節點上，
通過它的本土化將本土各族群關心的規範重新建構，獲得一部系統性的能够代表全澳各族群共識

的法律體系，這一體系的建立，給予澳門族群的産生提供了一個共同規範。 共同規範的建立不僅緩

和了由於族群歧視而導致的族群衝突，完全平等的社會規範更進一步促進了族群間的社會交流。
社會共識的出現使澳門人能够開始談論，未來應該如何建設澳門社會，這為澳門未來的族群建構打

下了堅實基礎。 以土生葡人為例，回歸後, 在澳門的大部分葡萄牙人都已回歸母國，如果說回歸前

澳門存在著葡萄牙人與華人的族群摩擦的話，回歸後的澳門族群摩擦因為葡萄牙人的離開而出現

了變化，現在的澳門，文化強勢與政治強勢這兩股力量都處於同一方向，都屬於華人社會, 這種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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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牽引力讓土生葡人沒有了以前那種依附一方卻又擔心另一方的顧慮，他們要在這個華人社會

裏很好地融洽地生活下去，只能調適好他們的心態，融入到整個澳門社會中去。 他們的族群認同傾

向也會發生轉變，因為他們體內同樣有著華人的血統。 隨著他們與華人通婚的普及和深入，他們後

代體內葡萄牙的血統就會越來越少，再加上他們為了生存就業而所受到的完全中國文化的教育，於
是，在若干代以後，隨著葡萄牙的歷史記憶越來越少，而現代的有關澳門的集體記憶不斷增強，土生

葡人終將會成為中華民族理所當然的一員。

（二）回歸作為一個文化事件

與回歸作為一個歷史節點的官方叙事相對，在回歸這一特殊歷史轉型過程中，每一個民間群體

也透露出自身的關切。 也對自身所關心的“澳門問題”提出了自己的叙述，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澳門

“本土意識”的民間建構過程。
澳門的土生葡人群體，在文化上一直以來以“大地之子”的形象存在於社會的視野中，他們作

為土生土長的澳門人，對於澳門的認同極其強烈，又因為其特殊的血統背景，在葡屬澳門時期在政

治上頗受優待，以致於熱衷於小品文寫作的本澳作家丁楠，在《官民》一文中寫到澳門華人面對特

權階層最易脫口而出的話就是：“你所有的，到九九為止。”由此可見在回歸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裏，
澳門各族群存在著一定的社會階級差異。 而在葡萄牙人離開後，不僅土生群體，整個澳門的各族群

均對於未來澳門的發展中本族群所能扮演的位置産生了極強的焦慮，這種焦慮表現在現實中，便是

關於“澳門問題”的文化界大討論。
“澳門問題”的討論源於澳門即將回歸的社會現實，這個社會現實的發展結果是基於上文所述

的站在一個歷史節點上，過去葡澳政府集團的領導層即將撤走，葡人、葡語喪失在澳門的特殊地位，
成為澳門衆多族群與語言中的一個普通成員。 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澳門各族群直接提出的問題是，
“澳門人”要怎樣處理這些位置上的真空地帶？這一段“澳門問題”的討論最成功的地方在於凝聚

了一個共識，即對於澳門內部個別族群的處境與利益，需要利用“九九”這個大的政治事件的發生

進行推動，目的是建構一個“澳門人”作為整體的族群意識。 而“澳門問題的討論”因其“本地化”
的強調而喚起了人們的“澳門意識”；澳門意識加強的結果是促進了各族群的整合。 澳門的土地面

積和人口數量的逐漸增多作為一種量變，在真正的質變到來之時，即一個高度自治的澳門將出現

時，人們開始反省：什麽是澳門人，什麽是澳門文化，澳門現在在何處，澳門未來在何方？ “九九”之
後，澳門各族群，無論出身何處、所操語言、所持信仰等等，均需要面對澳門特別行政區作為一個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的事實。 “一國兩制”保證了澳門的高度自治，在這一高度自治的背景

下提出的要求，是澳門的不同族群必須通過自己的智慧解答“我是誰？”這樣一個基本問題。
縱觀回歸以來澳門“本土意識”的産生、發展及其表現特徵，我們可以看到，澳門的“本土意識”

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絕大多數澳門居民願意接受一個理念與事實，即“愛國”與“愛澳”是“本土意

識”的兩個有機組成部分，兩者之間無法分割。 對於內地與澳門並不一致的制度和社會形態，澳門

人民普遍尊重和包容，對於國家與本地發生的問題，能够較為全面、客觀地看待。 同時，澳門人民十

分尊重中央對澳門特別行政區依法行使全面管治權。 顯然，在這一場關於本土的“澳門意識”的大

討論，加深了“澳門人”認同的同時，更加深了“澳門人是中國人”這一命題的認同，各族群在這場討

論中明確的回答了討論之初希望解決的問題，他們的答案是：“我是誰？ 我是澳門人！ 澳門人是中

國人。”
（三）回歸作為一個集體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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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澳門問題”在曠日持久的討論中取得了一定的共識，但它的影響主要還是存在於文化界

的，澳門的普通居民對於“九九”的到來始終懷有複雜的心理。 一方面，澳門各族群擔憂“九九”的
到來是否會影響到自身的日常生活，特別是澳門特色的“博彩産業”是否能够在這樣的環境下持

續；另一方面，作為佔澳門人口超過九成的華人們，對於擺脫葡萄牙人的管治，回到祖國懷抱的統一

願望卻又無與倫比的強烈。 不管各方對於這些有怎樣的期待與擔憂，喜樂與悲歡，“九九”最終在

“你可知 MACAU”的歌聲中如期而至，澳門四百多年來被葡萄牙侵佔的歷史正式宣告結束。 雖然

“九九”的到來結束了葡萄牙對澳門四百餘年的佔有，但在這四百餘年的佔有和管治背後發生的點

點滴滴早已印刻在澳門居民的腦海中，成為了難以磨滅的歷史記憶。
歷史記憶也被叫做集體記憶。 人類學者莫里斯·哈布瓦赫在討論集體記憶時曾將其描述為

“具有雙重性質———既是一種物質客體、物質現實，比如一尊塑像、一座紀念碑、空間中的一個地

點，又是一種象徵符號，或某種具有精神涵義的東西、某種附著於並被強加在這種物質現實之上的

為群體共享的東西。”凝聚族群認同最為核心的方式便是通過對歷史記憶産生的共識，歷史記憶

在這一環境下可以被認為是族群認同最為根源的情感紐帶。 而歷史記憶的出現是根植於其長期的

社會現實的，澳門過去四百多年被葡萄牙人佔據並統治的歷史便是最為深刻的社會現實。
自葡萄牙人從 16 世紀來到澳門之時起，“華洋雜處，番海咸居”的社會狀况便貫之於澳門歷史

的每一個節點，多族群共生在那一刻起便成為了澳門最為顯著的特點。 這讓澳門這一城市從歷史

起點上便擁有了複雜的內涵，澳門的居民需要通過自身努力解決澳門各族群的關切問題，各族群相

互尊重從歷史的起點上開始，與其說是智慧，不如說是一種生計策略，在一個少數族群管治多數族

群的地方、一個多數族群中又可以分成若干個亞族群的地方，在若干族群可以自由選擇強調自身某

一身份的地方———澳門———這座城市本身的族群歷史便是一個複雜現實的表現。
自葡萄牙人管治澳門之始，便將澳門作為一個租借地經營，對於澳門的長期發展並無詳細規

劃，甚至可以這麽認為，葡萄牙人將澳門作為隨時會失去的一座城市，對其發展是掠奪式的。 在這

一歷史條件下，很多政策是不公正的，就如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門官吏，多由葡萄牙人擔任，作為佔澳

門人口的絕大多數的中國人絕難進入官吏階層。 在當時的歷史環境裏，葡萄牙人與土生葡人作為

與管治者最為親近的族群，幾乎不用怎樣努力即可能成為一個公務員。 再如 1921 年由葡萄牙軍警

侮辱中國婦女所導致的流血事件、“一二·三事件”等，無不展現了葡萄牙管治下的澳門當局與澳

門市民極度深刻的矛盾。 這些歷史事件帶來的苦難往事牢牢映刻在澳門人的心中，成為集體的歷

史記憶，加之澳門回歸作為一個歷史節點，各族群身份劃時代的平等起來，這一歷史進程最終凝結

的社會現實成為澳門人共同想像的永存的集體記憶，熱愛祖國從此成為銘刻在澳門人心底最為珍

貴的共識，這對於澳門人最終統合成一個愛國愛澳為核心價值觀的共同體起了極大的作用。

四、 澳門模式：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澳門實踐

文化根基是一個共同體産生凝聚力的基礎，對於一個多族群的社會來說，文化整合是整個社會

建構過程中的重要內容。 澳門的族群與文化認同既反映了澳門人對於澳門這一共同體的自我認

識，同時也是澳門從在法律意義上的回歸祖國，到在文化意義上回歸祖國的基石。 因此，澳門人作

為一個組合而成的群體，在其構築的過程中，強調自身的文化根基為何物就成為了構建澳門共同體

與“文化回歸”的重要內容。 在這一文化根基下澳門的文化整合，最顯著特徵是對於自身是中國人

的認同在回歸後迅速加深。 毫無疑問，澳門人已經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堅實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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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回歸後澳門各族群的互動與調適

即使在回歸十多年之後，澳門依然是個多族群共存的地區，這從表 4 澳門人口的構成中清晰可

見。 怎樣在這樣一個文化族群雙重多元的地區構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共同體，一直也是中央與澳

門地方同時關心的問題。 以華人為主的澳門人，在實現合衆為一的過程中體現了歷史與現實的高

度結合。

表 4　 澳門人口出生地一覽表（2016）

總數（人） 澳門 中國內地 香港 台灣 菲律賓
其他

亞洲國家
葡萄牙 其他

650,834 265,090 284,072 21,525 3,268 28,848 40,279 2,011 5,741

澳門獨特的歷史背景使得澳門通行著多種語言和方言,極為繁複的語言樣態與複雜多樣的族

群構成使得語言也極度多樣化。 歷史上的澳門由於與葡萄牙之間長期的交流關係以及作為“殖民

地”的歷史事實，葡萄牙語在澳門有很深的基礎，甚至澳門還擁有融合了漢語與其他語言的“洋涇

浜葡萄牙語”。 其次澳門緊靠香港，香港崛起之後對於澳門的輻射作用不容小覷，以至於現代澳門

呈現了“四語三文”的特殊現象。
所謂“四語”即漢語普通話、英語、粵語、葡萄牙語，“三文”即在四語基礎上延伸出的中文、英

文、葡萄牙文。 語言認同是指語言使用者就自身與某種語言或方言之間關係的心理定位。 語言使

用者對不同語言的認同程度和功能定位差異直接影響其語言態度和語言行為。 語言認同還跟地域

認同和文化認同密切相關。 在實地調查中，絕大多數澳門青年對粵語的認同度最高。 而對其他三

種語言的認同度相對較低，且功能明顯分化。 多數澳門青年認為葡語是官方語言和第二外語，普通

話是國家通用語，英語是第一外語。在這種情况下，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對於各語言文化的交流

是非常鼓勵的。
在澳門多元的文化環境下，澳門特區和私營部門不但自主承辦了官方語言廣東話和葡萄牙語

的電台電視台，還同時引進了中國中央電視台（漢語普通話）、泰國國家電視台（泰語）、日本 NHK

（日語）、TV5（法語）、葡萄牙國家電視台（葡語）、BBC（英語）和 CNN（英語）等語言原産地的電視

台的節目。 這種節目和文化的引入，一方面是為了滿足不同文化背景的群體對於母語語言信息的

需求，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維護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各文化群體的媒體話語權。多元的語言文字很好

的平衡了各自的地位，在政治競爭力方面，澳門回歸後，中文和葡文都是澳門的官方語言，享有平等

的地位和權利。 文化方面，澳門長期以來都以華人為主，中國傳統文化和風俗習慣在澳門得到了很

好的傳承和保留。 經濟方面，澳門經濟發展主要以旅游業為主，第三産業是推動澳門經濟增長的主

要行業。 這樣的社會現實很好的保證了各語種都有自己的優勢領域，例如中文在各領域均有優勢

地位，而葡文與英文各自也在政治和經濟領域擁有自身無可代替的優勢。 各有所長各佔優勢的結

果便是長期的互利共存。
澳門各族群間的調適可以用“三和”來形容，而“三和”正是澳門文化根基中的三大支柱即———

中西之和、物我之和、人我之和。澳門漫長的歷史便是一副中西溝通的記錄即中西之和，物我之和

表現在不同文化元素在澳門能够達到兼容並包互不干擾，而各族群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澳門族群

的過程，便是人我之和的最好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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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政治回歸到文化回歸

“九九”的到來，標誌著葡萄牙管治澳門歷史的正式結束。 1999 年 12 月 20 日五星紅旗在澳門

升起的那一刻，政治回歸的目標便已達成，但如何將一個已經被外國文化影響四個多世紀的城市，
重新整合進偉大祖國的社會體系中，重要的考驗期也隨之而來，如何不僅使得澳門在政治上回歸祖

國，更要使得澳門從文化上回歸祖國，成為了最為重要的關鍵問題。
澳門作為一個族群衆多的城市，不同文化在澳門具有深厚的歷史積澱，要維持一個如此多樣化

的文化共同體的穩定繁榮，就必須從澳門的實際問題出發，通盤考慮澳門各族群的切身利益與文化

需求。 “一國兩制”的政策構想，給予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以極高的靈活性處理澳門本地事務，
自回歸伊始的 2001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便在市政局下屬設置了澳門文化中心，統籌服務澳門

民衆的文化需求。 2015 年澳門文化局的建立更是總結了十五年的文化服務管理經驗，以立法的形

式確定下來，其中《澳門特別行政區第 20/2015 號行政法規》第一章第二條第五款更是以明文規定

“鼓勵尊重多元文化”。
尊重多元文化是澳門社會歷來的信條，澳門這個小小的城市，由於歷史原因，宗教信仰之複雜

程度至今依然處於世界前列，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道教等世界性宗教在這個小小的城市都有永久

性的活動點存在，以媽祖崇拜為代表的民間信仰更是澳門絕不可忽略的文化成分，甚至一些在世界

其他地方早已銷聲匿迹的小宗教在澳門依然擁有著屬於自己的影響。 在一個文化與宗教信仰如此

複雜的城市裏，各宗教井然有序互不干擾互相尊重的奇景，在世界範圍內都是罕見的。 20 世紀末

出現林家駿主教和釋健釗大師同時主持澳門機場啓用的東西兩種儀式，澳門人感到舒暢，外地人感

到新鮮，最富現實意義和國際意義的，是多元尊重的文化意識已取代了唯我獨尊的狹隘民族主義，
具有超前的普世倫理精神。

文化回歸的內容還包括澳門意識的提升，澳門意識的提升與澳門歷史、文化以及澳門學的研究

有莫大關係。 過去的澳門歷史研究是沿著中葡主權與治權的紛爭發展起來的，這一學科出現之初

便帶有極強的民族主義特色與政治色彩，同樣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這些研究基本上甚少澳門本土

學者的參與。 回歸後，澳門歷史研究的最大改變即是本土學者成為了治學的中堅力量，澳門的歷史

話語權開始回歸到澳門人手中，這表現在尊重澳門本土歷史這一史觀的回歸上。以歷史學為先驅

的澳門學研究，正向著綜合性人文學術研究的方向邁進，以澳門本土學者為代表的中國學者已逐漸

掌握了澳門學術聲音的話語權。 這一現象的結果是澳門的主流價值觀對於澳門歷史報以尊重態

度，澳門人正視澳門歷史，尊重過去，守護未來。
（三）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澳門模式

毋庸諱言，澳門的經驗已經可以被看作一個成功的團結模式。 “九九”之後的二十年來，本澳

各族群的砥礪奮進與相互理解構成了一個團結、繁榮、多元一體的新澳門。 澳門經驗的文化根基在

於對本澳絕大多數居民對中華文化的認同，中華文化是一個崇尚和而不同的文化，以這一文化作為

根基的中華民族天性是一個強調家國情懷、修齊治平的民族。 過去的歲月裏，在葡萄牙人管治下的

澳門人，對於祖國與民族的認同，很大程度上是以對中華文化的崇尚與認同而表現出來的，這是澳

門模式得以成立的精神源泉。
澳門人對於中華文化的認同主要的載體便是使用中文。 持以粵語為代表的漢語各方言的人們

即使在葡萄牙人管治澳門的時代，也佔據了人口的絕大多數。 對於漢語的認同並不排斥其他語言，
澳門奇特的“四語三文”景觀，在世界範圍內都是有趣而又發人深省的社會奇蹟。 在語言文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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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踐中，不僅過去被認為親近中央熱愛中華文化的所謂“紅底學校”中強調中文的應用，即使是

過去被稱為“藍底學校”的教會學校亦不甘落後，事實上，本澳第一所全面推廣使用普通話教學與

日常溝通的中學，便是一所傳統的“藍底學校”，這更說明了尊重社會現實這一澳門的精神氣質是

時刻蘊藏在絕大多數澳門人的內心的。 而對於漢字的使用，又是澳門人的一項極具智慧性的做法，
在教育界率先使用的簡體字人教版教材與繁體字的語文教材相映成趣，不僅給予學生全方位的中

華文化之熏陶，更是使得澳門的下一代在內心更深處深刻的認同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的身份。
在這一和而不同的精神基礎上，澳門作為一個美好城市吸引著來自四面八方的移民。 移民進

一步帶來更加多元的文化，而澳門文化本質上的相互尊重、和諧包容的特質，既給予移民安身之所，
亦保持了澳門作為一個古老而又年青城市的文化活力，它的古老來自四百年的滄桑，它的年輕來自

於盼望一個美好未來的佔人口絕大多數的移民們，這些移民懷揣著美好生活的嚮往，在澳門紮根奮

鬥，推動了澳門的經濟奇蹟，也進一步自證了澳門模式作為一個以和而不同為表現的社會情境。
在澳門模式推進的這一過程中，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發揮了巨大作用。 過去澳葡政府在施政

過程中全然不顧民心向背的做法，在四百多年的管治年代裏對澳門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創傷。 “九
九”之後，特區政府設立之初，立政為民便成為特區政府的執政準則。 與澳葡政府架構相比，回歸

後的澳門特區政府架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按照澳門基本法規定，原有公共行政制度得以延續。
回歸後第一個十年，澳門特區政府針對原有公共行政存在的問題和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進行了改

革；回歸後第二個十年，公共行政改革圍繞“陽光政府”建設、部門重組與效能提升等方面進行。 經

過 20 年的努力，澳門特區公共行政改革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進一步完善了特區的治理體系，提
升了特區政府的治理能力。發展經濟自然是重要的，但特區政府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力爭公共服務

提升、關心民衆生活、緩和貧富差距、提供優質服務的執政方式，使得澳門各階層各族群均能够凝聚

共識，共謀澳門和諧穩定發展，實現共同富裕。 可以說特區政府的存在與作用，為澳門模式作為一

個普遍共識的産生，提供了堅實的執政保障。
澳門模式的實質，即是在承認與保護各族群對自身文化存在與延續的需求之基礎上，通過建立

統一的制度規範與引導社會不同族群通過平等合理渠道表達自身文化訴求，並努力將不同族群與

文化納入“澳門人”這個大框架中和諧並存的現實進程。
澳門模式的本質內容，便是澳門多元族群在澳門這個一體之內形成的多元一體的“澳門人”這

一基礎概念，而“澳門人”或“澳門族群”同樣作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一個組成部分，是多元中的一

元，亦是一體中的一員。 澳門模式的建立基礎是鼓勵多元文化互相交流的，澳門的各種實踐即可證

明這一點，在以華人為主體，各族群和諧交流、包容平等的澳門，與其說是澳門一地的圖景，不如說

中國無數與澳門相似的城市與地方的類似圖景，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組成部分，澳門歷史的特

殊性，更能够從一個側面展示出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文化根基。
澳門模式對中國內地有著重要的借鑒作用。 筆者曾多次提出，中國正處於文化轉型中，正在從

“地域性文化”向“多元文化”轉型，中國的城市也正在經歷從“地域性城市”向“移民城市”的轉

型。 在移民城市中，多元族群共存將成為常態，而澳門模式為城市多元族群和諧共存提供了一個

榜樣。
“一國兩制”偉大構想的本身，以及它在澳門的成功實踐經驗表明，中國創造出了兩種不同的

社會制度在一個單一制國家內長期並存的政治形式。 這一制度構建過程與目的本身，即是為兼顧

各文化各族群的現實需求，最終的指向也是為了構築與維護一個統一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澳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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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告訴我們，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長期共存，相互交流交往，結局並不意味著亨廷頓所言的“文
明的衝突”，澳門所體現出來的多元族群文化和諧共處，最終建立更高層次的“澳門人”與“中國人”
認同的事實所證明，只要多元文化族群保持正確的交流交往方式，最終是可以達到交融的結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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